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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文革后期，尼克松、基辛格的北京破冰之旅，像是一次化外蛮夷对

中华帝国的朝拜。当这两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睹龙颜，便惊为天人。 

何以至此？恐怕除了要搞关系、投其所好外，也有另一层的原因：盖因民

主国家的领导人，众目睽睽之下，诸多不便，动辄得咎，远不如做“人民领袖”

来得潇洒。比如后来的水门事件，尼克松身败名裂，基辛格仅以身免，他们有

理由羡慕毛泽东。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又跑来中国，周恩来摆酒压惊，席间

细问经过，之后轻嗔：保密工作太差。 

同尼克松们比起来，毛泽东这边却是另一番气象：翻云覆雨，所向披靡。 

对毛泽东的任意挥洒，王年一先生颇费考证。考证出来的结果，与其说是

什么阳谋阴谋，倒不如说是一意孤行。“大人者言不必信”，可以不按理出牌。

你给我出什么党纪国法、民主集中，我统统给你对“老和尚打伞”。境界至此，

人莫予毒。如果说法治社会中的格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在集权社会

中的格言却是“最高统治者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究竟是谁造就了此等境界？这就是“中华帝国”的“道统”了。在这种“

道统”下，谁是老大，谁就是天之骄子——“天人”也。在这种“道统”下，毛自身

的修为就变得那么重要了。当然，重要者还有那个众星捧月的“中央集体”，其

中包括曾手举宪法要求权利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此外，我们这些“中国人民”

是不是也有责任呢？黑格尔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只



有在阿 Q 的土地上，才盛产这样的“伟大领袖”。 

“说真话”三个字看上去容易，但要做就像遇到了鬼打墙。王年一先生对此

深有体会。但他仍旧坚持“说真话”——凭良知，也凭真本领。 

 

“文革”漫谈        王年一  
 

小 序 
 

萧乾老先生 1986年 8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几篇《“文革”杂忆》，我现在来写
《“文革”漫谈》。萧老写的是亲身经历，我写的则海阔天空，举凡“文革”的人、言、行

、事，无所不谈。大多不是亲身经历。 
坦白地说，我没有写作计划。兴之所至，思之所至，随手写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故曰“漫谈”。 
可敬的老人巴金在晚年写了一套《随想录》，以说真话而著称于世。“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如草芥，但敢自诩：拙谈中没有一句假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一篇一篇写下去。 

 
一篇文章的转载问题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转载问题，曾引起轩然大波。 
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谈到这篇文章时说：“文章

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

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现在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

泼不进的市委。” 
“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此说是“最高指示”，自然影响很大，成为定论。

1991年 8月出版的、供中共全党学习用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胡绳主编）也说：“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且不说全国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转载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也不说从不转

载、不发行得不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结论，只说毛泽东说的“各省都转载”合不

合乎事实？ 
这里提供一点资料： 
（一）姚文 1965年 11月 10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上海《解放日报》11月 11日

转载。华东各省报，分别于 11月 24日、25日、26日转载，这是各省市转载得最早的。11
月 24日转载的是《新华日报》（江苏）、《浙江日报》（浙江）、《福建日报》（福建）、《
大众日报》（山东）。11月 25日转载的是《安徽日报》（安徽）。11月 26日转载的是《江
西日报》（江西）。华东各省报显然得到了关于姚文发表的背景（即姚文是经毛泽东批准发

表）的消息，所以在全国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之前转载了姚文。但也晚了十几天，不能算

及时转载。 
《五一六通知》附件二《1965年 9月到 1966年 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记载：“11 月 12 日至 26 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



、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

载了姚文。”这个记载本身就说明不是“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这样写又是故意

蒙骗人们，掩盖了除上海《解放日报》外华东各省报到了 11月下旬才转载的真相。 
（二）11 月下旬，上海市委向周恩来透露了姚文发表的背景，周向彭真打了招呼。罗

瑞卿在上海也得到了信息，也向彭真通了风。彭真 11月 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
布置北京报纸转载姚文。11月 29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11月 30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姚文，加了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写成又经他们审

改的编者按。12月 2日，《光明日报》转载。 
（三）从 12月 1日起，华东以外的省报才开始转载姚文。转载的日期是：《黑龙江日

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12月 1日；《山西日报》——12月 4日；《陕西
日报》、《湖北日报》——12月 5日；《云南日报》——12月 11日；《宁夏日报》——12
月 14日；《青海日报》——12月 15日；《四川日报》——12月 18日；《贵州日报》——
12月 19日；《西藏日报》——12月 21日；《吉林日报》——12月 24日；《新疆日报》
、《甘肃日报》——12月 27日；《辽宁日报》——12月 29日；《内蒙古日报》——1966
年 3月 4日。……请注意，这些报纸转载姚文时，无一例外地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
者按。新华社播发了姚文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它们刊登了。 

（四）《南方日报》、《湖南日报》始终未转载姚文。 
结论：毛泽东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是没有根据的。既然各省都未及时转

载，为什么独独归咎于北京市委呢？ 
 

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项建议 
 

看档案材料时，我看到一份没头没脑的材料：铅印，标题是“当前的几个问题（1966
年 8月 12日）”，正文开列了 10个问题，落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印”，共两页
。10 个问题都写得很简略，如第一个问题全文是：“（一）强调学《十六条》，用《十六
条》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写社论）”第 10个问题全文是：“（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编印的《简报》，各省要求发一份。” 

我很注意 6、7两条：“（六）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已来者要由各省市
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七千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七）

各校都以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革命为主要任务。一般不要到处乱跑，也不要抓别单位的

人来斗争。支援别人最有效的办法，是以自己的先进经验帮助别人，也向别人学习。” 
我推测这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供自己用的，10 个问题系中央文革小组所议定。我之

所以注意 6、7两条，因为它与 4天后陈伯达的公开讲话是迥然不同的。1966年 8月 16日
，陈伯达公开讲话，鼓动外地学生来京。这篇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8 月 16 日在外
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发表于《红旗》杂志 1966年第 11期。陈伯达说：“你们这
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

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为了弄清楚问题，我写信向当时兼管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王力先生请教。我附上复

印件，问他两个问题：（1）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所议？（2）何以 4日后陈伯达讲话
的调子与此截然不同？ 

王力即复。承他于猴年大年初一（1992 年 2 月 4 日）复我。复信不长，除称呼和署名
并复信日期外，全文如下：“来信收到，简复如下：这一文件是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这

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会议期间，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仍继续进行。碰头会，周恩来

和陶铸每次都参加的。这个文件，是最近几次碰头会上议的主要问题的概括，主要是向毛



主席的汇报。当时大家都不赞成大批人员来京和串连，因为无法接待，而且会造成铁路和

其他交通的压力。但是汇报后毛主席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条意见。他认为苏联变修的

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

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所以才有 8月 16日陈伯达的讲话和以后的做法。原来，8月 10日
毛主席就到接待站直接接见群众，看到了极其热烈的场面，他自己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并

动了感情。而这次接见，事先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不知道。祝新春安祺！” 
王力在未曾发表、允我使用的《一年零两个月的回忆——1966年 6月至 1967年 8月》

中说：“大串连的根子在接见红卫兵。8.18 大接见，主席提出，要几千万人直接同他见面
，要一次一次接见下去。” 

早在 1966年 6月 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是在杭州召开的）就说过：全国
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

乱”，先“乱”而后“治”。 
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大量坏事，名声很臭，其实它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做过。这里提供

了做好事的一个例子，不过好建议被否定掉了。 
 

三个搞不通 
 

关于“文革”，我有许多搞不通，本篇中且只说三个。 
一是许多坏事为什么都归咎于林彪、“四人帮”？ 
林彪确实犯过错误，“四人帮”确实不是好东西，但是以明明不是他们干的坏事，加

罪于他们，这是忠实于历史吗？例子举不胜举。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开过许多平反会

、具有平反实质内容的追悼会，《人民日报》作过报道，十之五六说被平反者生前遭到林彪

、“四人帮”迫害。我所尊敬的金山也未能免俗，他在《莫将血恨付秋风》（载 1978 年 10
月 15日《人民日报》）中说：“孙维世同志被‘四人帮’害死在冤狱。”孙维世明明被江青
害死，为什么要说“四人帮”呢？孙维世 1968年 10月 14日惨死狱中，那时“四人帮”还
没有形成。文章又说：“杀害孙维世同志的元凶，是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这

更离奇了。林彪过去在苏联和东北恋过孙维世，在“文革”中与孙维世之死毫无关涉，怎

么又扯上林彪呢；《人民日报》1978 年 7 月 6 日报道：“时传祥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
”，时传祥之死与江青公开点名批判直接有关，与他在 1966年公开保护刘少奇有关，说“
四人帮”是与事实不合的；国家出版局在《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

载 1978年 7月 7日《人民日报》）中谴责林彪、“四人帮”对出版工作的破坏，其实林彪从
未过问过出版工作；新华社 1979年 8月 2日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
定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制造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最初

提出要批判“三家村”的是谁呢？最初说邓拓是“叛徒”的是谁呢？是毛泽东。时间：

1966年 3月。 
我无意为任何人鸣冤叫屈。我只是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忠实于事实。如果对事实

都不尊重，还谈得到实事求是吗？ 
第二个搞不通是把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陈伯达的“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说：“陈伯达……

1966 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这是作
为“罪行”说的。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在致江青信中提出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原话是：“现
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

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毛泽东此信后来在全党公布。毛泽东可以说，为什么陈伯达说了



就是“罪行”呢？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 1966年 6月 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诚然，这篇社论

是根据陈伯达的意图写成，又经陈伯达审定和签发的，标题也是陈伯达拟定的；但是它无

非是“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1年 8月出版的《学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115页），而且通篇只讲意识形态领域，说不
上“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社论是公开发表的，彼时并无任何人反对，周

恩来还在公众场合两次以肯定的语气提到这篇社论。陈伯达在别处没有提出过“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个极坏的口号，但是我们要划清“罪”和“非罪”的界限。 
三是我搞不通对蒯大富判刑为什么要那么重（有期徒刑 17年，剥夺政治权利 4年）。 
江青在特别法庭上说过，她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1970 年 12 月 18 日

，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他自己“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文革”本身就是无法无

天的。 
陈云说过：“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

，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

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

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陈云文选》1956-1985第 274页》）中共中央同意这个意
见，对于在“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一律从宽处理。从宽处理是正确的。 

在那个“发疯”的年代（陈伯达在特别法庭上说的），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一切怎

么能够以常情而论呢？许许多多老干部在“文革”中都不辨是非，犯了错误，对他们从轻

发落，为什么苛求于一个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大学生呢？ 
我搞不通不等于别人也搞不通，愿明达者有以教我。 

 
毛泽东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从 1965年 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到 1966年 4月，算作

“文革”的准备阶段，或曰初步发动阶段。 
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毛泽东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不是耸人听闻，请看事实： 
姚文是毛泽东批准发表。发表以前，据毛泽东 1967年 2月 3日对卡博、巴卢库说，江

青说：“这篇文章只给你（指毛泽东）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

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这篇文

章的。”毛同意。这说明，毛是背着中央集体批准姚文的发表，而且是明知中央集体不会

同意姚文的观点而批准发表的。发表以后，又隐瞒是毛批准的这一事实。全国各地都未转

载姚文，却归咎于彭真和北京市委。更重要的是姚文本身是借题发挥。它固然是打击、诬

陷吴晗的，更是在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问题上算中央集体的老账。“单干风”和

“翻案风”，本是毛 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央集体的无理谴责，中央集体默默忍受
了。事情已成过去。此时重算旧账，对中央集体加以鞭挞。姚文的要害，正是无理指责中

央集体。 
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没有打响。和者甚寡，反对姚文的很多。毛泽东、江青又开辟

一个战场——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请解放军“尊神”以“攻

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纪要》的真正作者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毛泽东。陈、张始终参加修改，毛修改三次并



定稿，“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是毛亲笔添加，以增加文章的份量并拖林彪“下水”。这

个文件，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集体的非难。 
准备阶段里最大的事件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彭真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批彭，说到底，就因为他有限度地保护过吴晗。罗瑞卿据称有两大问题：一是反对

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这是真的，正确的是罗瑞卿；二是“篡军”，要夺林彪的权，

这是假的，军队大权任何人绝不可能篡夺。陆定一只有一件事：他的夫人严慰冰写过匿名

信。写匿名信不足为训，但是反对的是叶群。所写都是生活问题，不是“反革命匿名信”

。严慰冰写信，陆定一并不知道——从信的内容来看，是特别不宜让丈夫知道的。杨尚昆

据称私放过窃听器。所谓“窃听器”，原来是录音机。录音机又不是杨尚昆而是汪东兴要

人放的。（撤了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接替杨的正是汪东兴。）批判这四人，可以

给以八字评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错误批判，既是对着四位老革命家的，又不止是对

着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后来发生的事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 1966年 3月底与康生等人谈话时，明确号召“向中央进攻”。“向中央进攻”

这五个字，赫然印在《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上，发至全党。 
准备阶段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如：反常；扑朔迷离；迂回曲折；借用军队力量；武断

和专横。这些特点，都是由个人反对中央集体这个总特点派生出来的。 
 

中共中央的一次全会 
 

这次全会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虽然只开了 12天，但是发展变化很大。 
会议开得十分仓促。1966年 7月 24日才发出开会通知，8月 1日就开会了。刘少奇在

开幕会上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十分简略，而且没有印发文字稿。会前，毛泽

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之间对工作组的评价实际上存在意见分歧。 
会议本来打算开 5天。邓小平 8月 1日在会上说：“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国内、国际问题上的

重大措施。三、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虽然毛泽东在会前多次谴责工作

组和派工作组，虽然毛泽东在刘少奇 8月 1日讲话时又一次插话抨击工作组和派工作组，但
是附和者寥寥。8月 4日，全会发生异常情况。原定下午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场后才得到
改开小组会的通知。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份量很重的话，主要内容是：在前清时代，以后

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

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

们。说得轻一点，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

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

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

自中央。毛在讲话中还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点名批判了李雪峰。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

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

，不怕牛鬼蛇神时，毛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提出，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

话。全会议程为之改变。 
各组讨论时，没有随声附和者，没有对毛 4 日讲话的热烈拥护者。这是个重要情况。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党内核心领导发生矛盾，大家不好随便插嘴。“明明白白站在资产

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等语，大家也不能接受。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是派了工作

组的。 
既然如此，毛于 8月 7日在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更



严厉了，上纲更高了。印发这张大字报的前夕，毛要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

会。林乘专机返京。为什么要林与会，这是不难明白的，借重军队了。大字报发表及林彪

与会以后，会上空气更加紧张。 
紧张归紧张，因为大字报点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打击面更大了），大

字报上纲又很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以除江青、康

生、张春桥等人外，依然没有附和者。除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极少数人外，无一人表示

拥护这张大字报。 
往日，毛泽东一呼，下面百诺。这一次，情形迥异。 
于是毛泽东决心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他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选人 11人名单

。 
8月 12日下午，林彪主持大会。大会内容之一是选举。尽管人们思想不通，对上述 11

人大多还是投了赞成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

、朱德、李富春、陈云 11人全部当选。其中得全票的有 4人：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康
生。只少一票的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 3 人（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投自己的票）。其他 3
人得票超过半数。 

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

共中央在八大后分为第一线、第二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第一线，

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退居第二线。事实上毛始终未完全退居第二线。）毛泽东重返第一线

，把大权集中在个人手中，这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把个人置于中央集体之上 
 

本篇接着上一篇来说。 
上一篇说到，毛泽东取消了中央第一线。那么，在中央领导机构改组以后，毛泽东是

否尊重、依靠、服从中央集体呢？这让事实来回答。 
毛泽东以个人的崇高威望发起了红卫兵运动，这是没有取得中央集体的同意的。毛泽

东 1966年 8月 1日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但是全会并无任
何肯定“红卫兵”的表示。《十六条》没有提到“红卫兵”，而只提到“革命青少年”。在

毛泽东提出召开的号召造反的“8·18”大会上，毛泽东让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让红卫
兵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又检阅了红卫兵。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些意味着什

么。果然，在这次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城镇。没有红卫兵运动，就

没有后来那样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亲自倡导了大串连，这也是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毛泽东 8 次接见来自全

国的红卫兵和师生，被接见者达 1100万之多，这本身就是对大串连的提倡、支持和鼓励。
中共中央、国务院是在 1966年 9月 5日发出过一个组织外地师生来京的通知，那也是毛泽
东个人决定的。这种数以千万计的全国大串连，这种乘车、坐船、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

全国大串连，为古今中外奇观。不仅数以亿计的金钱花掉了，更造成全国性的动乱。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专断提出的。高文谦在《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

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 1期，《人民日报》1986年 1月 5日转载）中说：“1966
年 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
专门找了毛泽东，……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红旗》杂志 1966年第 13期社论首
次公开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社论发表前，陶铸、王任重提出异

议，均遭拒绝。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就是批判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

和邓小平。且不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存在，这与组织手续也不合。在全国批判的



结果，是天下大乱。 
毛泽东个人决定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形式上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实际

上是个人决定的。（名曰集体决定实为个人决定的情形过去屡见不鲜。）毛泽东否定了陶铸

、余秋里、谷牧为阻止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而主持制定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

革命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不得

不通过要求在全国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

定（草案）》（1966年 12月 6日下午通过的）。过去一系列经毛泽东批准的不在工交企业开
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包括《十六条》），被推翻了。至于要求在农村开展“

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是林彪主持的

，1966 年 12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林彪在会上念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批
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现即发出。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就迅速蔓

延到全国工矿和农村。 
毛泽东批准了打倒陶铸。陶铸身任六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副总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坚持原则，反对“左”倾错误。水

火不容。1967 年 1 月 4 日，陈伯达、江青在公众场合污蔑、攻击他。奇怪的是，顷刻之间
，他就被打倒了，再也不露面了。1月 8日，毛泽东在内部讲了一番话，实际上批准了打倒
陶铸。这都是无法无天，因为只有中央全会才能够撤陶铸的职。而毛泽东于 2月 6日在内部
严厉地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这种批评，令人啼

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

“打倒”，让陶铸照旧工作呢？） 
毛泽东号召全国夺权。1967 年 1 月 8 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谈话，高度

评价《文汇报》社的夺权，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

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些话，当

场写进《人民日报》编者按，毛当场审定，次日发表。）1 月 15 日，陈伯达、周恩来在几
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先后讲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刮起的“接管风”。当日毛泽东闻讯，

召开会议，讲话批评周、陈。王力等据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

合起来》，经毛泽东审定。1 月 16 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此文在“
文革”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 


